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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承载力反思：概念、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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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源环境承载力是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基础和约束条件。通过梳理承载力概念、理论

和实践应用的发展，指出其在研究应用中存在概念边界模糊、评价偏向于指标计算、承载力传

导机制研究不足等问题。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以及新时代生产生活和发展方式变革对国

土空间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支撑空间规划编制的承载力评价应进一步明确承载力的概念内

涵、明晰承载力内在机制、构建承载力评价体系；在实践应用中应当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和空间

治理的新变化新需求，支撑空间规划的新目标、切合空间治理的新模式、顺应空间治理的新手

段，为确定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与保护修复的主要指标、战略部署，以及指标约束传递与地域功

能传导等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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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承载力一般指在自然生态环境不受危害且维系良好生态系统前提下，一定

地域的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与经济规模[1]。在 20世纪 50年代之前，

以研究资源承载力为主，主要探讨一个国家或者区域内自然资源对人口（生物种群）生

存和发展的支撑能力；20世纪60-70年代，在考虑资源要素的同时，开始探讨环境系统

对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制约作用，承载力的本质由绝对上限走向相对平衡；20世纪90年

代以后，承载力研究由分类走向综合与集成，一方面继续关注限制性因素对人口增长和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关注人类活动产生的资源消耗、环境排放、

生态占用等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历经百余年的发展，承载力已经成为衡量区域人

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判据，以及指导国土开发利用与保护整治，

提升区域空间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科学基础与约束条件[1]。在中国，资源环境承

载力是备受政府及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科学命题和政治议题[2]。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

中央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明确了资源环境承载力在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中的基

础性、约束性作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等中央文件均明确提出将资源

环境承载力作为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科学基础。

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国土空间治理，既是建设美丽中国，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

境，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现实需要，也是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和表征[3]，需要在尊重自

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前提下，统筹考虑区域的资源环境本底与发展需求，合

理确定国土空间开发的规模、强度和时序等。资源环境承载力这一关乎区域资源环境与

人口经济最大负荷的科学命题，也成为事关空间治理与空间规划科学性的重要基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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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年来，在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市县级“多规合一”试点、省级空间规划试点等

工作中，均将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确定耕地保护总量、

用水总量，以及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承载力理论仍处于分散

化、泛化状态，存在概念界定不一致、内在运行机制不明确等缺陷[4]。在实践中，多数地

方开展的承载力评价应用主要停留在战略引导层面，对优化资源配置、设定生态环境准

入标准、调整国土空间开发结构以及实施国土空间管制等方面的支撑力度不够。

为此，本文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重新审视承载力的概念内

涵、理论方法与实践应用，提出完善承载力研究应用的相关建议，进而提升承载力的科

学性和实用性。

1 承载力研究应用进展

1.1 承载力概念演化

“承载力”一词源自美国，原始概念是指容器所能容纳或吸收物体的数量。如，1840

年代在德克萨斯的法案中用于描述船舶的装载能力[5-6]。美国学者Price[7]认为与资源环境

相关的“承载力”概念可能来源于牧场管理者，因为他们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了解牧场所

能承载的最大牲畜数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承载力概念在管理驯养草食动物[8]、研究野

生草食性动物[9]以及其他野生动物[10]等方面得到应用，并被引入到生物学、生态学教科书

中，其含义是指在不损害环境质量的情况下，特定区域所能容纳的某种生物个体存活的

最大数量，主要是从理论上研究生物种群数量增长极限和粮食制约下的人口总量问题。

实际上，在承载力概念被引入到生物学、生态学之前，就出现有关种群数量增长和人口

增长研究。如，1798年Malthus[11]在《人口学原理》中提出人口增长极限理论，并成为承

载力概念的基础。1838年比利时人皮埃尔—弗朗索瓦·维尔斯特[12] （Pierre-Francois Ver-

hulst）用微分方程表达了人口（种群）增长极限理论。1953年，美国生态学家Odum[13]用

“逻辑斯蒂增长曲线”（Logistic growth curve）对种群（包括人类）增长规律进行了精确

的数学图形表达（图 1），首次用“承载力”这一科学术语来命名“逻辑斯蒂增长曲线”

增长渐近线的常数（K）。数学方程和数学图形的表达使增长极限理论和承载力概念得以

迅速传播。

根据上述理论，一些学者测算了全球及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增长上限，发展和形成了基于

粮食生产的土地资源承载力。此后，水资源、能

源等也被作为人口增长的限制性因素，衍生出水

资源承载力、能源承载力等概念。总体上，早期

的承载力属于资源承载力范畴，表征了一个国家

或区域内资源对人口生存和发展的支撑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人口和经济快速增

长，带来了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20世纪60-70

年代承载力再次受到广泛关注，开始应用于研究人类活动引起的资源环境危机。各界探讨

影响地球承载力的限制性因素既包括食物、耕地、不可再生资源等传统的资源要素；也

包括环境要素，以及影响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平衡等其他未知限制因素。1968年，日本

图1 增长极限和逻辑斯蒂增长曲线

Fig. 1 Growth limit and Logistic growth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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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将“环境承载力”引入环境科学，成为污染物总量控制的理论基础。环境承载力实质

就是环境容量，表征了环境系统所承受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干扰，并保持自身稳定的能力。

为应对全球环境恶化、发展不平衡等问题，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召开环境与

发展大会，明确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框架。承载力作为影响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科学基础和约束条件，在1990年代中后期再次引起了全球各地学者的

热议。一些学者提出承载力本质上是一种综合性的、动态变化的、复杂的关系；并认为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以及由于人类创造和生物进化的不可预知性，仅计算人口数量的承载

力意义不大，应该用生态系统弹性（生态承载力）来表征当前人口规模或人口经济密度

与生物圈关系，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不超过其保持自身稳定的弹性[14]。

生态承载力更多关注资源消耗、环境变化和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对生态系统产生的影

响，表征了生态系统在保持平衡状态下，所能承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社会发展规模。生

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功能，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又具有强烈的正负能动反馈机制，因此

生态承载力也更为复杂。

近些年来，承载力研究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没有根本性的突破[4]，但出现了生态足迹、

行星边界[15]等一些新的概念，全球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全球及区域的承载力问

题，并考虑“公平与正义”、生活水准等对全球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16]，

开展了全球及西班牙、加拿大[17]等国家和区域的案列研究，为高消费社会与“稳态经

济”（steady-state economy）条件下保持地球系统的稳定性管理提供了参考。

总体上看，承载力研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由分类走向综合，由关注单一资源约束

发展到人类对资源环境占用的综合评估。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种综合与集成评价，是从

分类到综合的承载力概念统称，既关注单项资源或环境要素的限制性约束，又强调人类

对区域资源利用与占用、生态退化与破坏、环境损益与污染的综合影响。

1.2 承载力理论方法

资源环境承载力在发展过程中，其理论基础和评价技术方法也日趋综合和多样化[18]。

从研究范式的角度看[19]，主要有下面几种（表1）：

1.2.1 基于限制性因子研究范式

该研究范式假设在特定封闭区域存在限制人口无限增长的限制性因素，且资源消耗

与人口数量线性相关，评价的目的是寻求稀缺资源限制的人口增长上限。限制性资源包

括耕地（粮食）、水资源、能源、建设用地等。数学公式如下：

P = F
C

（1）

式中：P为区域可承载的总人口；F为总资源量（耕地、水资源、建设用地等）；C为人

均资源消耗量。

1.2.2 基于多因素综合的研究范式

该研究范式认为区域是个开放系统，资源环境承载力各要素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和补

偿作用，某一要素的不足可以通过区际之间的交换得以补充，区域的劣势要素可以通过

发挥优势要素得以补偿。数学公式如下：

E =∑
k = 1

n

wk fk

式中：wk为第k个影响要素的权重；fk为第k个影响要素的评价得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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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限制性因子+多因素综合的复合型研究范式

该研究范式认为开放系统的各区域也存在不可交换，且绝对限制性因子。在承载力

评价中，绝对限制性因子只有“禁止”或“允许”两种状态，一般给予“0”或“1”的

赋值；可交换与相互补偿的相对限制性因子影响处于“禁止”和“允许”之间，可以给

予“0~1”的赋值。数学公式如下：

E =∏
j = 1

m

Fj ×∑
k = 1

n

wk fk （3）

式中：Fj为第 j个绝对限制性因子的评价得分。

1.3 承载力实践应用

1.3.1 国外承载力的实践应用

早期的承载力研究主要是衡量“人粮”“人水”等人地关系，用于制定人口政策和土

地、水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政策[20]。例如，1965年Allan[21]提出以粮食为指标的土地承载

力计算公式后，基于以粮食为主要限制性因子的土地承载力研究得到推广应用。联合国

粮农组织（FAO）在1977年开展了117个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潜在人口支撑能力研究，认

为到20世纪末，在传统耕作方式下，至少有64个国家无法依靠本国土地资源养活本国预

期人口。该评价结果影响了一些国家的人口政策、农业发展政策等。

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起开始出现人口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之后，对

基于“人粮”关系的承载力研究较少。特别是在主要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各

国空间规划不再以大规模的国土空间开发为主题，而是在宏观尺度上关注发展滞后区等

特定地区、在微观尺度上关注国土空间精细化治理等问题。受此影响，承载力实践应用

也发生改变，一方面在旅游景区、生态保护区等特定地区开展生物物理承载力（如保护

地生物物种）、旅游承载力研究。如欧盟于2000年开展了《欧洲旅游目的地承载能力的

界定、测量和评价》项目；美国开展了佛罗里达群岛承载力监测预警等工作。另一方面

开展面向城市内部空间治理、城市更新的承载力研究。如美国阿灵顿市于2014年开展了

《承载力：成熟城市的新模式》研究，该研究选择了自然环境（Natural Environment）、建

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和政策环境（Policy Environment）三类对城市发展具有影

响的因素，在单项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综合集成，识别了城市开发适宜性高的地区，将

其作为未来城市重点发展地区（focus areas），也是未来城市开发和城市更新需要重点投

入的地区。上述评价成果应用于《阿灵顿市未来远景综合规划》。

表1 承载力研究范式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research methods of carrying capacity

研究系统

研究假设

研究目的

影响因素

评价属性

评价类型

评价单元

限制性因子评价

封闭系统

短板制约

承载上限

资源总量、人均消费量

增长极限

总量评价

封闭单元

（一般为较大空间尺度）

多因素综合评价

开放系统

要素联系与补偿

区域综合发展能力

指标体系、权重

区域综合发展能力

状态评价

开放系统

（一般以行政区为主）

限制性因子+多因素复合评价

存在无法流动要素的开放系统

限制性因子+适宜性因子要素综合

一定限制条件下的区域开发建设能力

指标体系、指标属性界定、权重

适宜性评价

空间评价

公里网格、宗地等较小地域单元

2076



10期 郝 庆 等：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承载力反思：概念、理论与实践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承载力在空间规划、城市发展等领域应用较多。如印度开展了

服务城市规划的承载力研究；印度尼西亚2007年修订的空间规划法要求以承载力评价作

为编制空间规划的基础，并将其承载力分为资源支撑能力（Supportive Carrying Capaci-

ty，SCC）和环境容纳能力（Assimilative Carrying Capacity，ACC），分别作为空间规划

中涉及资源与环境方面的依据[22]。

总体上，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根据其空间规划和空间治理的主要任务，开

展了承载力评价，并应用于工作实践。

1.3.2 国内承载力的实践应用

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展了三次具有代表性的土地承载力研究，全面评估了土

地资源承载力的总量、类型及空间分布等，为国家制定土地、农业、人口等领域的战略

规划与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后，基于土地粮食生产能力的人口承载力评价在土地利

用规划、耕地保护、基本农田划定等重大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至今。

进入21世纪后，承载力评价开始应用于空间规划编制之中[23]。例如，2002年天津市

国土规划试点中开展了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2007年国务院要求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

基础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年启动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也将资源环境

承载力作为重要科学基础。另一方面，国内自然灾害频发，从决策层到普通民众普遍认

识到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对于地区人口规模、产业布局、城市规划等具有重要指导作

用。2008年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中央要求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编制灾后重建规

划，指导灾区恢复重建工作。此后的玉树、舟曲、芦山等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都把资源环

境承载力作为重要基础和依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立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推动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综合评价与集成应用成为一项

重要基础性工作。2014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联合开展的市县级“多规合一”试点工作中提出，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作为规划

引导人口、城镇、产业、基础设施等发展与布局的基础。2017年1月，中央印发的《省

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进一步明确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①等作

为划分国土空间功能分区、实施空间用途管制的基础。2019年5月，中央印发的《关于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再次明确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国土空

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作为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基础。按照中央的要求，新组建的自然

资源部积极推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简称“双评价”）的技

术方法研究与评价规程研制，并在广东、江苏、重庆、宁夏等省级行政区和青岛、广

州、苏州、涪陵区、固原市等市县级地区开展了试评价工作。目前，自然资源部已经完

成上述地区的试评价工作，并形成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技

术指南》。2019年 5月 28日，自然资源部印发的《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

知》明确要求各地要尽快完成“双评价”工作，并作为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此

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启动编制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国

土空间规划》等重大规划以及河北雄安新区建设中也都开展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国土

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工作。

① 《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中要求开展的基础评价包括陆海全覆盖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能力基础评价、针对不

同主体功能定位的差异化专项评价、国土空间开发网络化适宜性评价，以及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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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载力研究应用反思

2.1 承载力概念内涵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2.1.1 承载力概念的科学性

依据增长极限思想，一些学者根据不同的限制要素开展了全球可承载人口研究，计算

结果从10亿到100亿不等。Cohen[24]对比不同学者关于地球承载力的观点和结论后指出，

无法预测地球承载能力，因为气候变化、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科技发展等都可能是影响

地球承载力的限制性因素。很多学者，特别是部分人类生态学家对承载力的科学性产生

了质疑，有人认为由于人类创新和生物进化的不可预知性，承载力与人口增长的相关性

有限[7]，仅仅进行人口数量的承载力研究意义不大[14]，甚至质疑承载力的科学性[25]。

理论上，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占据的地理空间是有限的[26]、所消耗的物质都是由地球

提供的[27]。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地球存在承载上限，承载力这一表征当前人口规模或人口

经济密度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指标是真实存在的[14]。但受制于人类对资源环境要素消耗占

用的动态性以及资源环境系统自身的动态性，难以准确衡量增长极限。因此，有人建议

应当让“承载力”概念回归到自然本质，研究视角由传统的“地→人”转变成为“人→
地”[28]，将“承载力”看作是人类一切经济社会活动对资源消耗的极限、对环境系统排

放的极限、对生态系统胁迫的极限。从衡量人口经济规模的增长极限转变为监测资源环

境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利用性。研究视角的转化为客观评价承载力提供了可能，也有

助于提升承载力概念的科学性。

2.1.2 承载力概念的规范性

当前，“承载力”受到地理科学、资源科学、环境科学、生态学以及土地资源管理、

城乡规划等多学科、多领域的关注。基于不同学科背景、思维方式和时空尺度形成的承

载力概念与理论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承载力的实践与应用。加之，“承载力”已由

一个科学概念发展为受到普遍关注的政府议题和公众话题，概念内涵不断被拓展，呈现

媒体化与泛化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开展的相关评价中，环境承载力与环境容量、区域资

源环境综合承载力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在实践工作中，普遍认为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评价是对资源环境本底特征的综合评

价，适宜性评价是对国土空间进行城镇建

设、农业生产、生态保护适宜程度的评价；

承载力评价是适宜性评价的前提、适宜性评

价是承载力评价的延伸。但从本质上看，承

载力与适宜性具有内在统一性，都是包含数

量与方向的向量概念，首先需要确定承载的

对象或者开发利用的目的，然后才能评价承

载力的大小或者适宜程度的高低（图2）。

实质上，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从分类到综

合的承载力概念统称，是包括各类资源要素

承载力、环境要素承载力、生态承载力以及

各要素承载力综合与集成评价的集合概念。

注：箭头方向表示适宜类型；箭头长短表示适宜

程度。

图2 承载力与适宜性逻辑关系

Fig. 2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rying

capacity and suitability

2078



10期 郝 庆 等：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承载力反思：概念、理论与实践

在编制空间规划的实践工作中，开展承载力评价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开展土地、水、生

态、环境、灾害等要素的单项评价和集成评价，了解区域的资源禀赋和环境本底，分析

区域发展的优势与制约因素；通过开展面向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城镇建设等不同功能

的适宜性评价，为空间功能分区与用途管制提供技术支撑。评价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开展资源环境本底评价，包括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地质环境稳定性评价、生态功

能重要性与生态脆弱性评价等；二是开展土地资源、水资源、水环境、大气环境等资源

类或环境类单要素承载力评价；三是在单要素评价的基础上进行承载力的综合与集成评

价；四是根据特定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指向开展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2.2 承载力评价的常见误区

2.2.1 误区1：重指标计算，轻机制研究

各类承载力评价方法都离不开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计算，但基于缺乏表征意义指

标体系形成的评价结果会降低承载力的科学性。以生态重要性为例，通常采用物种判别

法、净初级生产力法（NNP）等，直接将区域的物种数量或者净初级生产能力传导为生

态重要性。在此评价方法下，西藏东南部地区水热条件好、地形复杂，物种数量和净初

级生产能力远高于高寒气候条件下的西藏西北部地区。但是这种差别难以表征其在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中的地位。

造成上述误区的主要原因是对承载力的传导机制研究不足。在资源承载力中，承载

体与承载客体之间作用机制清晰，如“耕地—食物—人口”。承载体与承载客体的线性关

系为基于限制性因子的研究范式提供了理论支撑。但“人地系统”是由多种要素通过复

杂的相互作用和内在机理性联系构成的复杂系统[29]，存在复杂的作用机制、反馈机制和

动力机制，在环境承载力、生态承载力以及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与集成评价中，承载力

的主体与客体不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有些指标之间是不可替代的、有些要素是无法进

行区际交换的[30]。多因素综合的承载力研究范式对指标间内在机制性的替代关系、补偿

关系研究不足。

2.2.2 误区2：缺乏时空尺度转化

传统承载力评价多是单一空间尺度的静态评价，缺乏必要的时空尺度转化，不能很

好满足空间规划的实际需求。例如，传统承载力评价往往关注人口或经济规模的增长极

限（或最优规模）。当评价尺度由全球或国家尺度转换为区域尺度以后，由于资源环境要

素在区域间的交换和流动造成承载人口或经济规模的上限在实践中指导意义不大。在空

间规划编制中主要是对土地、水资源等承载主体要素的配置管控，而非对人口或经济规

模的限制。由此造成承载力评价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脱节。如在多数空间规划中划定

的集聚开发区往往与资源环境要素限制区存在较大的空间重叠，承载力的区域空间差异

尚未成为资源配置中增量、存量、流量合理安排与部署的主要依据。其次，以往资源环

境承载力评价主要集中于宏观区域尺度，对于小尺度区域开展精细化的评价研究较少，

承载力在设定节地、节水、节能、节矿等空间准入标准与准入门槛方面发挥的基础作用

不足，不能完全支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需求。

2.2.3 误区3：评价体系缺乏区域特色

承载力评价的区域特征和阶段特征不够明显，针对性不足。在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中，机械的依据普适性技术规程开展评价，容易出现评价结果与实际不符，评价结果

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例如，在一些地方开展农业生产功能指向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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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首先，将坡度划分为若干个等级，并以坡度分级结果为基础，结合土壤质地，划分

农业耕作条件高、中、低等若干个类型。

该评价认为坡度越低越适合耕种、土壤的粉砂含量越低农业耕作条件越好。但在具

体操作中，浙江、福建等地指出茶园就是需要一定的坡度，宁夏等地指出当地瓜果种植

所需的土壤质地条件与玉米等大宗粮食作物所要求的土壤条件差别很大。

2.2.4 误区4：忽视指标的内在属性

指标体系是承载力评价的重要内容，包括资源要素、环境要素与生态要素等指标。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不断加强交通、水利、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远距离调

配资源能力和跨区域配置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除空间位置固定的土地资源外，其他自

然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作用在不断降低。从环境排放看，传统上用“环境洛伦兹

曲线”（inverted U-shaped curve）模型来描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但是

环境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更为复杂的联系[14]。大气污染物、水环境污染物以及工业

固体废弃物排放受政策、产业结构、科技投入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例如，

2015年以后，中国加大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力度，主要大气污染物和水环境污染物排放

大幅度减少。不同的资源环境类指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支撑作用不同，指标的本质属性

也有区别。如在流动性方面，有空间位置固定的土地资源、跨区域流动的矿产资源、在

一定流域内流动的水环境污染物等要素；在指标变化情况方面，有地质稳定性、建设用

地资源等相对的慢变量，也有大气污染物、废水中氨氮等快变量。

2.2.5 误区5：评价结果应用的局限性

国土空间规划是综合平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资源环境基础的综合决策过程。承载

力是影响确定国土空间规划目标指标、实施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与保护修复等的重要基础

和依据，但不是强制性和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其原因是现有的承载力理论体系和评价方

法还不够完善，评价结果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表征区域的资源环境本底状况和国土空间开

发适宜情况。一些地方数据的不完整、不精确等，也会进一步影响承载力评价结果的准

确性和应用性。但从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现状看，有的地方过于强调承载力的决定性作

用，机械的依据承载力评价结果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容易陷入“环境决定论”误区[31]；有

的规划编制单位过度迷信正在研制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技

术指南》，期望通过程序化的承载力评价解决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的指标确定、功能分区

等工作。科学合理的承载力评价固然有助于提高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科学性，但应当正

视承载力理论与技术方法的不足，以及在实践应用中的局限性。

2.3 承载力评价误区的根源

忽略承载力评价的尺度因素可能是影响承载力评价准确性与应用性的主要根源。在

时间尺度上，资源环境要素的总量和人均资源环境消耗占用量一般给定统一的数值，对

动态性考虑不足。但受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因素影响，承载力是动态变化的。在

空间尺度上，承载力评价的对象既包括微观的土地单元，又包括以土地为实体、以地域

为表现形式的国土空间。不同时空尺度下，承载力的传导机制、评价方法、评价指标、

评价阈值等有所不同。例如，对于全国尺度的土地承载力评价，主要衡量土地对粮食安

全的保障能力，针对的是大宗粮食作物生产能力的评价；而在较小尺度上开展的面向农

业开发的土地适宜性评价，则需要考虑不同农作物对种植条件的差别化，评价指标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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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应有所差别，体现区域特色。但现有的承载力评价未能充分考虑空间治理的层次性、

系统性，对空间治理的尺度转化和功能传导支撑不足。

因此，需要重视“尺度”这一核心要素，明确不同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上承载力主体

和客体的作用机理与传导机制，根据其演化状态，建立承载力评价的规则，构建评价指标

体系，并确定评价的标准和依据。例如，在传统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中，一般采用以

粮食为指标的土地承载力计算方法，在中国一般将人均年消耗粮食的标准定为 400 kg。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食物消费结构、消费习惯的改变，将

会影响土地承载力[32]。现在一般将人均年消耗粮食标准提高到430~450 kg。另外，在西

藏自治区等牧区开展土地承载力评价，还需要将肉类的生产和消费纳入到承载力评价指

标体系中[33]。需要构建和完善承载力评价体系，根据区域实际，结合不同群体的利益诉

求、价值选择等，选取适宜的评价指标和权重，满足不同时空尺度空间规划与治理需

求。并注重建立评价结果的可回溯机制，确保评价结果可回溯到具体的指标，增强承载

力评价结果的实用性。

3 承载力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的应用建议

未来在区域开放性、资源环境要素流动性、生态系统临近干扰性、人类对自然的主

动改造性、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复杂性和动态变化性等因素的影响下，资源

环境承载力评价将日趋复杂。需要适应建立和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要求，摈弃

重指标计算、轻机制研究的做法，注重研究承载力的内在机制、深刻理解指标体系对承

载力的表征作用，创新和发展承载力评价技术体系，提升评价结果科学性与实用性，满

足新时期国土空间治理的需求。

3.1 构建承载力评价技术体系

3.1.1 明确承载力评价的应用导向

根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的业务化需要，一方面，继续开展土地、水资源、水环

境、生态、灾害等单要素评价，了解资源环境的承载状态与潜力。为总量控制目标指标

的确定、分解提供科学依据，并以总量控制倒逼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转变，直接指导节

地、节水、节能、节矿以及环境污染排放等标准与准入门槛的制定和调整。通过比较识

别区域发展的短板要素，以“底线思维”体现区域发展劣势与制约因素，为国土空间分

类保护确定数量底线、排污上限和空间红线，进而为空间用途管制提供依据。

另一方面，加强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研究，综合判定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宜地区、适

宜开发类型、适宜开发程度等，以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为基础，明确地域功能、划定功

能分区，并确定各功能分区的空间准入类型与准入标准，实现承载力应用由单纯评价向

与目标规划、空间分析、决策支持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3.1.2 建立多尺度多单元的评价体系

中国将推动建立分级分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宏观尺度的国家级和省级国土空间

规划重点明确人口规模、城乡建设规模等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在总量规模上的匹配关系，

为制定约束性管控总量目标服务。中观尺度的市县空间规划重点明确区域内不同地域的

主要功能，划定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

开发边界（“三区三线”），明确开发保护格局，实施空间用途管制。微观尺度的乡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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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空间规划和详细规划，重点是确定土地利用类型及开发强度，了解每宗土地的开发建

设适宜性，指导具体的开发建设行为[34]。

不同层级的国土空间规划对承载力评价的要求有所不同。同一层级的国土空间规划

因承载力评价的目的不同，评价单元也会有所差别。以宏观尺度国土空间规划的承载力

评价为例。面向土地食物生产的土地承载力评价，应当将整个区域假定为封闭系统，以

全域为评价单元；面向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潜力的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应当以区县

为评价单元；面向具体开发建设活动的农业开发适宜性、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需要以一

定尺度的格网（栅格）为基本单元，衡量土地支撑农业开发、城乡建设的现状及潜力。

为此，需要按照空间规划层次性、系统性的要求，建立由“宏观—中观—微观”空间尺

度和评价单元构成的承载力评价框架体系（图3）。

不同类型的承载力需要采用不同的评价范式，并差别化地应用于指标约束传递、地

域功能传导和空间用途管制，满足不同空间尺度、不同空间治理任务的需求。但受制于

理论方法、技术手段、数据可得性的影响，承载力评价结果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区域的

真实状况，加之国土空间规划是多方面综合决策的结果，在实际应用中不能机械地根据

承载力评价结果编制空间规划，应视情况将其作为约束性、参考性或强制性应用（表2）。

3.2 适应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新要求

未来中国需要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及发展方式，发挥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引领者的

作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国土空间规划需要适应新时代的新变革和新要

图3 承载力评价框架体系

Fig. 3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framework system

表2 承载力和适宜性评价方法及应用

Table 2 The method and application of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承载力名称

农地人口承载力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

土地开发建设适宜性

……

评价单元

整个区域

次级区域

土地（栅格）

……

评价范式

限制性因素法

多因素综合法

复合型评价法

……

应用方向

总量指标约束

空间发展指引

强制性空间管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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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促进和引领生产、生活及发展方式的转变，形成绿色高质量的发展模式。作为支撑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承载力评价也需要主动适应上述变革的要求。

3.2.1 支撑国土空间规划新目标

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下的空间规划需要塑造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低扰动

生态的国土空间。承载力评价的目的是通过衡量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资源环境本底的关

系，促进资源利用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承载力评价应

该有别于传统资源粗放利用发展方式下的评价模式，评价指标的选取中应当充分考虑高

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需要。例如，基于食物安全供给的承载力评价，不能沿袭传统

的以解决温饱为目的的评价，而应当考虑人民群众膳食结构的变化、考虑土壤污染等对

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影响，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优质的农产品。通过构建由结构类指

标、绩效类指标、绿色类指标等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表征高质量绿色发展模式下经济

社会发展的结构变革、动力变革和效率变革，促进国土空间规划新目标的实现。

3.2.2 契合国土空间治理新模式

未来国土空间规划将进入存量时代，空间开发模式将由大规模的外延扩张向内部挖

潜提升转变；空间治理模式由以往“自上而下”层层下达指标向“上下结合”转变，由

逐级控制的指令性、计划性管理向更多发挥地方各级政府管理主动性转变[34]。空间规划

一方面需要通过层级化、系统化的规划体系，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强化对资源消耗

总量、环境排放总量的控制；另一方面需要加强空间治理的精确性、灵活性，满足新产

业新业态对国土空间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承载力评价需要适应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化的

要求，分级分类开展评价，保障控制性指标的约束传递和地域功能的层级传导，引导微

观的国土空间管制和土地利用落实宏观的战略部署。承载力评价还需要适应国土空间规

划进入存量时代的趋势，满足空间治理地方化、精细化的需求。各地在坚持高质量绿色

发展的前提下，可以根据特殊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编制各具特色的空间规划，也应

当因地制宜构建符合区域特色的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考虑流量政策和存量政策。

如，需要考虑城市更新改造、容积率提升等对城市建设用地承载力变化的影响。

3.2.3 顺应国土空间治理新手段

传统的空间规划侧重对规划基期的分析和静态规划目标描绘，忽视过程优化与调

控，缺乏公众参与，影响部门协调。智慧社会下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空间规划的变革

提供了机遇，推动空间规划由蓝图规划转向过程规划、由静态目标规划转向动态控制规

划[35]。相应的承载力评价也需要由静态评价转向动态评价。一方面，关注科技进步对资

源利用、环境治理以及产业发展、空间开发格局的影响，关注科技进步在承载力中的

“门槛效应”。例如，节水农业的发展将有助于提升现有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另一方面，

新的技术手段为实施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动态监测预警提供了可能，在空间规划和治理中

将监测预警作为调整优化区域功能定位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主要依据，推动空间规划

和空间治理的过程化和动态监测实施化。

4 结论

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国土空间规划联系紧密，统一于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体系

之中。承载力评价从国土空间开发的限制性“短板”要素与综合承载能力入手，通过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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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限制性要素及限制程度，识别国土空间开发适宜类型与适宜程度，为科学合理确定空

间开发利用与保护修复的重大目标指标、划定国土空间功能分区、实施差别化空间用途

管制等提供科学依据[30]。科学合理的空间规划有利于优化空间开发格局、节约高效利用

资源、改善提升环境质量，从总体上提升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当前，中国正在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将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加快

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举措，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

生活、保障国家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手段。需要通过科学的承载力评价，刻画区域的资

源环境本底，预测和防范潜在的风险，对未来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国土空

间规划和空间治理的现实变革与需求为承载力研究指明了方向，需要着眼于“从决策到

科学”，按照实践业务化需求，进一步明晰承载力概念内涵、完善承载力机理性研究、构

建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相适应的承载力评价体系，丰富和完善承载力评价内容与指标体

系。在具体的承载力评价过程中，注重因地制宜，通过深入研究、多方调研等方式，扩

大公众参与度，提升指标选取、权重和阈值确定的科学性，更好支撑和服务国土空间规

划，实现“从科学到决策”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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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ying capacity reconsidered in spatial planning:
Concept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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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is the scientific basis and developing

constraints of spatial planning. This paper comb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theor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arrying capacity, and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such as concept's obscurity boundary, evaluation biased index calculation, and

insufficient research on carrying capacit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e reform of the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nd the changes in production modes, lifestyles and development modes in the

new era have put forward new demands on spatial planning.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and

innovate the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which is supporting the spatial planning: (1) Further

clarify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carrying capacity and form a concept set; (2) Study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carrying capacity and clarify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arrying

capacity; (3) Construct a multi-space scale, multi-evaluation unit's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system to meet the needs of multi- level spatial planning. In practice, it should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main indicators and main tasks of spatial planning

according to spatial planning and spatial governance changes, supporting new goals of spatial

planning, adapting to new modes of spatial governance, and taking new approaches to spatial

governance.

Keywords: carrying capacity; spatial planning; spatial governance; suitability evaluation; transmiss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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